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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黄骅市海丰镇遗址中发现了一类
宜兴窑酱釉陶瓶，这种酱釉陶瓶在我国南、北
方地区都有一定数量出土。其中以南方地区发
现地点和数量为多，集中于窑址、墓葬、房址、
港口码头、河道等处，如三门上鲍庵山窑址、寺
龙口越窑址、松阳潘山宋墓等。而北方地区则
多见于古代港口遗址、沉船、墓葬等处，如胶州
板桥镇遗址、京杭大运河（聊城段）元代沉船、
磁县南开河沉船、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霸州
元代码头遗址等。从时间上看，尽管宜兴窑的
这类产品在北宋时期已有较多生产和流通，但
目前发现的北宋时期的这类器物都在南方，而
北方地区则出现于元代。

此类器物在日韩地区也有发现，如福冈博
多遗址群、九州北部经塚（福冈、佐贺、大分县
等地）、岛根县益田市丰田神社、长崎县鹰岛海
底沉船等。韩国新安沉船遗址有大量韩瓶出
水，另外韩瓶在韩国或可能存在本土生产的情
况。日韩发现的韩瓶主要分布在黄海北部及濑
户内海南部沿线。

日本发现的韩瓶

日本地区博多遗址群中伴有韩瓶出土的
遗址共计26处，韩瓶出土总计67件。其中有16
件出土自水井中，关口广次推测韩瓶可能被用
作保存饮用水的水筒，或用于从井中取水。

关于日本出土韩瓶的年代判断，日本学者
一般通过九州经塚中部分带纪年铭的伴出韩
瓶进行研究。小田富士雄曾对九州地区以平安
时代（794~1185年）为中心（包含1061~1200年）
的带纪年铭、共计115座经塚进行整理，通过对
有纪年铭资料与伴出韩瓶的研究，有利于发现
韩瓶体系的编年。《东脊振村文化财调查报告
书第4集灵仙寺遗址》中附有《灵仙寺遗址出土
陶瓷器编年试案》（图一），其中包括韩瓶。田平
德荣在报告中认为该遗址年代上限为1143年，
即12世纪中叶。而陶制经筒的埋藏时间稍晚，约在12世
纪中叶至后半期，至13世纪初结束。而福冈县水瓶山经
塚出土的四件器物被认为是 13世纪前后，由中国东南
沿海地区窑场烧制并输入日本。

关口广次对韩瓶以产地进行分类，将韩瓶分为瓶
窑型、寺龙口窑型、郭童岙窑型、宁波·真武殿型等，并
将宜兴筱王（村）窑型中口缘收束成小口、口沿部形成断
面呈三角形的加厚带、进一步发育为锷状凸缘的器型认
定为“新”型，其他称为“古”型。瓶窑窑址中也有筱王窑
（村）型出现，或与其二者地理相近而相互影响有关。关口
认为灵仙寺遗址出土的陶制经筒002与003（图一）为宜
兴筱王窑（村）古型。杉山认为这种类型在12世纪前半叶
已经出现，且在整个12世纪延续。山本信夫则通过鹿儿
岛金峰町持躰松遗址出土的陶瓷器编年认为这一类器
型应为中世Ⅲ期（13世纪前半期）。

关口认为的瓶窑型如图一所示，是 13世纪后半叶
（050号）的器物，呈现器身肥大化发展特征。其他还有
如福冈县宝满山经塚与大分县宇佐市妙乐寺经塚出土
的器物。非经塚遗址中，如福冈县丰前市妙法寺宝地院地
区也有此类型残片出土，佐贺县神崎郡三田川町下中杖遗
址的SE507号水井遗址中也出土瓶窑型口沿残片，该水
井遗址年代推测为12世纪后半叶。

日本岛根县益田市丰田神社经冢出土 3 件韩瓶、
1 件经筒、1 件须惠质壶。其中经筒被认为是自中国定
制。这 3件韩瓶从形制上看，属于宜兴筱王（村）窑（古）
类型中年代最早的器物，与灵仙寺经冢出土的002、003
号器物特征相似，可推测为宋代 12世纪前半叶至后半
叶的产品。江苏宜兴筱王（村）窑址可见同类器物，但也
需考虑瓶窑窑址所在的东苕溪流域作为产地的可能
性。关口认为此类器物本为中国船只使用的水筒，后被
改造为经筒使用。结合中国定制灰白瓷经筒的出土情
况及中须东原遗址发现石砌装卸遗迹，可推测 12世纪
中叶，益田市附近存在与博多地区保持密切贸易往来，
或有直接从事宋、高丽等海外贸易的人物及势力。

此外，岛根县益田市东仙道土居遗址出土的韩瓶，
年代略晚于丰田神社韩瓶。报告中定为12~13世纪的中
国褐釉四耳壶（图三），形制与 1261年南宋周瑀墓出土
韩瓶（图四）造型相近。广岛县丰平町中山遗址也曾出
土元代（13世纪末以后）的韩瓶（图五），该器物颈部有
箍状凸带，与宜兴筱王（村）窑址出土（图六）、长崎县鹰
岛沉船出土者相似。其外观近似双耳壶，内部曾存放古
钱，推测作为储钱罐使用。古钱包括元丰通宝、熙宁通
宝等宋钱，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明钱，以及清代初期
三藩之乱期间1678年发行的洪化通宝。

日本长崎县鹰岛海底遗址的沉船为弘安四年
（1281）的元日战争（弘安之役）中因暴风雨而沉没的元

军战船。据长崎县松浦市教育委员会的相关报
告，截至 2014年，鹰岛海底遗址出土的武器具
类、船舶相关遗物、日用品等约4000件，其中日
用品中有 56%为陶瓷器，而陶瓷器中褐釉四耳
壶占比达到 65%左右。这里的褐釉四耳壶即为
韩瓶，鹰岛所出韩瓶主要为江苏宜兴筱王（村）
窑的产品，太湖南岸的东苕溪流域窑址、浙江
宁波周边窑场也有同类产品。九州历史资料馆藏
有一件同形制完整四耳瓶，打捞自鹰岛近海，通
高 34 厘米，重 1.2 千克，表面釉层基本完全剥

落。这件四耳瓶与韩国新安沉船出土同类型遗物形制
相似。另与南宋常州周瑀墓、镇江唐宋罗城西垣宋代文
化层出土韩瓶相似，与中国河北省涿州元代壁画墓出
土的韩瓶存在一脉相承关系。

韩国发现的韩瓶

新安沉船 1976 年发现于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近
海，属元代沉船，学界广泛认为是至治三年（1323）由中
国浙江庆元港（今宁波）出发前往日本博多港的贸易
船。据报告，新安沉船中出水陶瓷器共计2万余件，其中
韩瓶被归入“褐釉陶瓷器”一类，约为3878件，占总体出
水陶瓷器的约18%。出水韩瓶数量远少于其装载贸易瓷
器数量，这一现象在中日的部分贸易沉船上亦有发现。
这些器物中，部分类似器物疑似由韩瓶演变而来，与韩
瓶有密切关联，但其是否仍作为水筒使用，尚需进一步
考证。新安沉船的韩瓶及周边壶类器物，反映出14世纪
前半叶韩瓶的形制演变，也表明 13世纪后半叶的韩瓶
仍在延续使用。

韩国曾生产过与韩瓶形制相似的长身壶（瓶），为
灰青色釉，与中国生产的高温褐釉韩瓶有所不同。高丽
青瓷源于中国越窑，关口认为除了上层高档青瓷制作技
术交流外，或许也存在日用杂器技术交流的可能。野守健
在《高麗陶磁の研究》中介绍了两件灰绿釉“宝源”铭壶
（瓶），两件器物肩部刻有“宝源库”字样，施灰绿色釉。据
《高丽史》卷七七・志卷第三一・百官二记载，恭愍18年
（1368）设有“宝源解典库”官署，“宝源库”应为其简称。故
此，野守认为该器物为恭愍王时代（1350~1374）烧造而
成。另一件肩部亦刻有“宝 库”铭，“ ”应为“源”的误
字。这类器物可能是高丽在元军入侵时，受中国（尤其是
江南地方陶瓷业）影响后，在本土窑场（瓮器作坊）自主
生产的韩瓶仿制品。

从日韩出土的韩瓶来看，韩瓶主要为宋元时期船
舶、军队饮水器具，而后其功能因时间推移、使用人群、
具体使用场景等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日本博多港遗址
中韩瓶自水井遗址中出土的占比较大，元日战争中的
军用船上韩瓶占出水陶瓷器比率较大，韩国新安沉船
中出水韩瓶数量远少于其装载贸易瓷器数量等现象，
均可印证韩瓶应为饮水器或酒具。日本经塚中出现的
韩瓶，可能是韩瓶传入日本后部分改作陶质经筒使用，
其与佛经、其他供器等一同埋入经冢，成为平安至镰仓
时代佛教信仰遗存组合的成员之一。经塚中亦有见韩
瓶作为盛水器使用的案例。另外，韩瓶在日本还有作为
纳骨器使用的情况存在，在江户时代后期也有用作存
钱罐之例。韩国有本土制作韩瓶类似器物之例，但目前
材料尚少，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余论

据笔者管见，韩瓶的起源应为中国南方，宋元时期在
南方大范围使用，并随商贸军事等向北方、海外流转。其
最初的用途，应为盛水、酒等液体的容器，使用场景多为
酒务、船舶等处。而后随时间、具体场景、使用人群的变
化，韩瓶具体使用功能亦发生转变。在墓葬中多出现韩
瓶陪葬的现象，结合韩瓶在墓葬中的位置，可推测为墓
祭之用。

中国为韩瓶的输出国，在日韩均有出土，日韩发现
韩瓶的地点主要为黄海北部及濑户内海南部沿线。中
日韩沉船中出水贸易瓷与韩瓶数量的比例，可从侧面
反映出它在中日韩宋元时期贸易中，多用作船上的盛
水或盛酒器，其作为廉价贸易品的可能性较低。关于海
上丝绸之路中韩瓶的使用人群，可能主要以中国人为
主。从日本经塚中韩瓶出土的情况来看，韩瓶在日的使
用人群应为船手及僧侣等。另外从高丽可能存在本土
韩瓶烧造这一点来看，除船上的高丽人外，也可能存在
本土高丽人使用的情况。韩国本土韩瓶似为官署烧造，
至于官署因何烧造并使用此较为粗陋器物等问题，囿
于资料过少，尚无法解决。

韩瓶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和跨国陶瓷贸易中
的重要“参与者”。从中、日、韩三地出土材料来看，韩瓶
在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并不应归入贸易商
品范畴考虑，而更接近于一种随航运体系传播的日用
器物。在跨海传播过程中，韩瓶逐步进入日本宗教或
日韩民众日常生活等多种场景，其传播路径反映的不
只是商品交换网络，而是海员、僧侣与港口群体构成
的人群流动网络。在不同文化中，韩瓶的功能不断被
丰富，也从侧面反映了东亚海域之间物质文化流动的
生动历史。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红色是贯穿华夏文明数千年的文化色
彩，自史前时代便被先民赋予生命、信仰与
礼制等多重内涵，最终沉淀为中华民族的
标志性文化符号。在“考古中国—中原地区
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的支持下，灵宝盆地
内大量红色颜料遗存的系统发现，为探讨
颜料资源与社会复杂化的关系提供了丰富
的实证材料。

考古发现

北阳平遗址 红色颜料在北阳平遗址
房址内的使用较为普遍，多用于地面或墙
面。特大型房址内均发现涂朱现象并出土
有专用的研磨器具。遗址中部F5为特大型
近方形半地穴式房址，门道朝向西南，复原
面积约249平方米，居住面可见涂朱，房内
遗留有一组研磨石器，表面附着有红色物
质，分布不均，不似专门涂抹。遗址北部F2
同为特大型房址，门道朝向西南，建筑面积
约185平方米，房址或因失火坍塌废弃，居
住面可见涂朱现象，色彩鲜丽，其内也有一
组研磨石器。

除了上述两座特大型房址外，近年发
掘的 F9、F17 等大型房址和 F10、F16、F19
等中小型房址内均可见地面涂朱现象，但
未见颜料研磨器具。另外，依托壕沟2北侧
挖筑的“吕”字形深穴式房址F7，白灰居住
面平整光滑，上涂有红色颜料。部分陶器或
内或外黏附颜料，如H389出土陶钵，钵外
底黏附一层红色颜料，质地细腻，色彩明
亮，似添加有胶结材料，附着力较强。此外，
2024 年在 H357 筛选出原料矿十余枚，大
小均匀，部分原矿质地细嫩，触之即染。

东常遗址 东常遗址位于阳平镇东常
村东，沙河支流铁王河与刘家河交汇处的
黄土塬上，西距西坡遗址约3千米。遗址未
经发掘，经多次调查确认仰韶中期时遗址
面积约 12万平方米。据魏兴涛研究，东常
遗址应为沙河聚落群内一中型聚落，与巴
娄、巴娄南、寨子沟和李家山4处小型遗址
组成沙河聚落群东常聚落组。2026年7月，
笔者与浙江大学孙毅彬在 1999 年调查发
现的半地穴式房址 F1 内采集到颜料块 1
枚，初步观察与北阳平遗址所出原料应属
同类。

城烟遗址 位于川口乡南朝村南，弘农
涧河支流坝底河东岸山前洪积台地上，
2019年至 2022年，为配合蒙华铁路建设，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其进行
了发掘，文化遗存以仰韶文化初期、早期
为主，有少量中晚期和二里头时期遗存，
遗址面积约 3 万平方米。仰韶中期墓葬
M78，为一带二层台竖穴土坑墓，单人仰
身直肢葬，墓主头部额骨、顶骨大片染红，
未见随葬品。

前岭遗址、三圣遗址 前岭遗址是弘农
涧河上游一处大型聚落，遗址面积约40万
平方米，地理位置关键，是控制上游朱阳盆
地的要地。2007年文物普查时采集研磨器
1件，原为石斧，辉绿岩，中间断裂后做研
磨器使用。通体琢制，局部尚可见红色颜
料。另在弘农涧河下游三圣遗址开展在文
物普查时采集磨石 1件（SS:89），一面可见
磨制赤铁矿痕迹，原型为砾石。

成分讨论

红色是古代五正色之一，属赤色，《说
文解字》：“红，皂赤白色也。”初指“桃红、粉
红”，后代指广义的红色。依浓淡不同又有
丹、朱、绯、绛、殷和赭等字。赭石是旧石器
时代人类常用的红色颜料，主要成分是
Fe2O3。陕西东秦岭洛南盆地延岭旧石器地
点出土的距今 8万年的赭石标本，是目前
东亚地区已知最早的带有人工刻划痕迹的
赭石制品。在裴李岗遗址，新发现旧石器时
代人群利用赤铁矿染色鸵鸟蛋壳串珠饰品

的证据。进入新石器时代，贾湖等遗址相继
发现有红色颜料遗存。至仰韶文化时期，
红色系颜料在各地均有所发现，关于其成
分，大多遗址未做检测，依性状简略描述
为“朱红”“铁红”“赤铁矿质”“赭色”或“朱
砂”等。

目前，北阳平、西坡遗址已完成相关检
测。研究人员在北阳平F2房内石磨盘上仅
提取到少量植硅体和孢粉粒，未发现粮食
加工留下的使用痕迹。显微激光拉曼显示
颜料主要是赤铁矿粉。F10 颜料块也为赤
铁矿。西坡 F105 和 M27 内发现的红色颜
料，经检测主要为朱砂，学界在引述相关研
究时普遍采信此结果，大多认为，西坡遗址
先民在仰韶文化中晚期时首次将朱砂用于
高级建筑营建和丧葬礼仪活动中。

在周边同时期遗址中，红色颜料以赤
铁矿为主。如庙底沟遗址有相当数量的石
器表面附着有红色颜料残留物，还发现 2
枚赤铁矿石。杨官寨遗址部分墓葬随葬有
赤铁矿块状颜料。郑州地区曾在西山和汪
沟遗址发现4件“彩绘”石斧钺，西山遗址采
集石钺和HG9出土石斧的红颜料为赤铁
矿，西山石钺（H1839:33）和汪沟石钺的颜
料均为朱砂。综合以上结果来看，赤铁矿是
先民广泛使用的红色颜料，颜色更为艳丽
的朱砂大约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受到社会
上层群体的青睐，成为体现社会成员身份
等级差异的标志性颜色。

产地蠡测

赤铁矿是较为常见的地质矿物，分布
广泛，易于获得。灵宝盆地南缘秦岭山地有
丰富的铁矿资源。中原地区地处华北板块
腹地，缺乏大型汞矿成矿的地质条件，迄
今未发现可规模化开采的朱砂矿点，历史
文献中也未见中原本地朱砂大规模开采
的明确记载，资源的本地供给几乎为空
白。以往研究多认为我国朱砂主产于南方
地区与秦岭南麓等地。近年来，在秦岭汞
锑矿成矿带的安康、旬阳一带新发现石庙
沟等遗址和一批朱砂古采洞，推测至迟在
秦汉时期已有开采，或是中原朱砂的北线
来源地。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已有长期利用朱砂

的技术传统，仰韶文化晚期朱砂的跨区域
输入，可能与屈家岭文化的北向扩张有关。
屈家岭文化鼎盛阶段势力范围向北推进至
豫西南、豫中乃至豫西边缘地带，淅川下王
岗、宜阳苏羊等遗址均发现丰富的屈家岭
文化遗存，形成了南北文化深度碰撞、频繁
互动的历史格局。灵宝盆地作为仰韶文化
中期的核心分布区，虽非屈家岭文化直接
覆盖区域，但处于南北文化交流的前沿过
渡带，可通过豫西南仰韶聚落群的中转衔
接，接入屈家岭文化构建的南方资源贸易
网络。

颜料加工

颜料的制作，主要经过拣选、破碎、研
磨、提纯和胶结等步骤。依前文，赤铁矿可
从遗址附近捡拾，朱砂则需跨区交流、贸易
获得，尤显珍贵。挑拣其“质坚色亮者为
妙”，“硬如铁与烟如泥者，皆不入选”。遗址
中发现的颜料块，大者不过 10厘米，多见
2~4 厘米，棱角清晰，形态规整，无自然风
化磨圆特征，先经人工破碎，以便石锤、石
斧、石杵和石臼等器物摏捣，再以石磨盘、
磨棒等加以细致研磨。樊温泉等先生指出
庙底沟遗址内附着有红色颜料的A型盘状
器应为敲砸、研磨颜料的敲砸器或碾磨器。
金锐等先生认为仰韶文化中晚期朱砂颜料
颗粒细腻，研磨精细，绝大部分粒径小于 3
微米，此时应已使用“水飞法”工艺。使用时
加以植物或动物性材料用于胶结黏附，杨
官寨遗址M176颜料块中还附着有较大的
石英、碳酸钙等物质，推测有经过煅烧的可
能，红外光谱和色谱分析发现颜料中有动
物胶类的黏合物，表明仰韶先民已经掌握
了先进的颜料加工工艺。

余论

红色颜料的文化内涵，马萧林、方辉、
张国硕等曾有专文论述。仰韶文化中晚期，
红色颜料已脱离单纯的装饰属性，演变为
承载等级区分、权力表达与社群整合功能
的核心礼仪资源之一。

红色颜料在建筑领域的使用，是权力
通过物质手段对空间进行神圣化改造的重
要方式，承担着建构权力空间、宣示权威的
功能。灵宝盆地中心聚落的特大型房址普
遍采用涂朱工艺，部分建筑甚至将颜料施
用于垫土层、夯土层与柱础等非视觉可见
的隐蔽部位，说明涂朱绝非简单的美化装
饰，而是伴随建筑营造过程的仪式性行为。
这类特大型房址作为聚落的核心公共空
间，承担着集会、祭祀、议事等重要社会功
能。通过大面积使用红色颜料对空间进行
整体渲染，既强化了建筑空间的神圣性与
庄严感，也以可视化的方式宣示了建筑使
用者的权力身份。特大型房址内集中出土
的专用研磨器具，进一步表明颜料的加工
与施用本身就是公共仪式的组成部分。社
会上层通过掌控高等级建筑的颜料使用，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空间权威，实现了公共
权力的物化与固化。

在史前认知中，红色与血液、生命密切
关联，承载着灵魂不灭、生命再生的精神
内涵。将红色颜料应用于丧葬仪式，既是
对生死观念的物质表达，也是对现实社会
秩序的神圣化确认。高等级墓葬通过器物
涂朱、麻布封盖等方式，将现实中的资源
优势与身份地位延伸至死后世界；普通墓
葬仅以赤铁矿进行局部涂饰，规格与等级
差异显著。这种丧葬礼仪中的颜料等级
制，将世俗的社会分层纳入神圣的信仰体
系，颇有“宗法”意味。与此同时，彩陶、彩绘
石器等载体上的红色颜料，也将等级观念
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在更广泛的层面维
系着分层社会的运行秩序。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说文》“霤，屋水流也。”徐锴《说文
系传》补充许慎的说解云：“霤，屋檐滴水
处。《春秋左传》曰‘三进及霤（按，今本

《左传》作溜）’。”《仪礼》《左传》多处提到
霤，或前缀有方位词，如：《仪礼·乡饮酒
礼》“磬，阶间缩霤。”《燕礼》“设洗、篚于
阼阶东南，当东霤。”《公食大夫礼》“宾入
门左，没霤，北面再拜稽首。”《左传·宣公
二年》“（士季谏晋灵公）三进及霤，而后
视之。”《定公九年》“（敝无存）先登，求自
门出，死于霤下。”

凡屋檐端水流下注之处通谓之“霤”
（钱玄、钱兴奇编著《三礼辞典》第149页，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仪礼》《左传》
中提到的霤均作此解。

古代在屋檐端设置“承霤”，用于承接
屋檐滴水并行水。承霤有木制或竹制的，汉
代宫殿甚至有铜制的，名为“铜池”。《礼记·
檀弓》记丧车有池，“池视重霤”，“视”是“比
照”的意思。郑玄释重霤说：“如堂之有承霤
也。承霤以木为之，用行水，亦宫之饰也。今
宫中有承霤，云以铜为之。”孔颖达疏以为
丧车之池“重霤”相当于屋子的“承霤”，“以
木为之，承于屋，霤入此木中，又从木中而
霤于地，故谓此木为重霤也。”孙诒让谓“霤

以行水，故亦谓之池。丧车之池，盖以此为
名。”（《周礼正义》第421页，中华书局2013
年）说明丧车的池像重霤是为了模拟居室。

以上是“霤”的常见词义。古书又见
“中霤”一词：《礼记·檀弓上》记丧仪：掘中
霤而浴，毁灶以缀足。及葬，毁宗躐行，出于
大门，殷道也。（3·65）《礼记·坊记》子云：

“宾礼每进以让，丧礼每加以远。”浴于中
霤，饭于牖下，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殡于
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远也。（30·
25，《白虎通德论·崩薨》引本段文字，云出
自《礼·檀弓》）。

“中霤”不能套用上面的义项来解释，
它确切指的是什么，久已引起读者的兴趣。

《檀弓上》郑玄注：“明不复有事于此。周人浴不
掘中霤，葬不毁（改造）宗躐行。”郑玄说浴尸环
节掘中霤是殷人的做法（周代士丧礼的浴
尸环节参看：《仪礼·士丧礼》12·9、《既夕礼》
13·记·6），意在表达殷周仪节方面的差异，没
有对中霤做详细解释。还是孔颖达说得具体
一些：“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所
以然者，一则言此室于死者无用，二则以床架
坎上，尸于床上浴，令浴汁入坎。”孔氏说中霤
在室内中部，当坎之上，是可信的，不过把坎
解释成死后开掘，仍嫌不确。前引《礼记》丧仪

的意思是，士人在丧仪沐浴环节中，把中霤之
下、凿地为坎的灶拆毁，扩大坎的面积，在该
位置浴尸，把水排入坎内。

程瑶田《释宫小记·中霤义述》云“今世
茅屋草舍开上纳明，以破甕之半侧覆之以
御雨，即古者霤之遗象乎？”以后世天窗揣
想中霤形制。顾颉刚先生赞同孔疏，认为室
屋上为中霤，其下即灶，中霤取明，又备雨
溜，故其下地略洼（坎）。浴尸用水较多，因
此毁灶掘坎，架床浴尸。顾先生的解释比较
明了，更重要的是他还引用了现实例证，一
是蒙古毡包的形制（图一），“顶端一孔，称
为‘烟口’，以灶设正中。”“‘烟口’之用有二，
一为颺烟，一为通明。”顶孔是一个圆形构
架，其下有柱撑起，又名“套脑”。二是西安半
坡、宝鸡北首岭房址，于屋内中央设灶（考古
发现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的单室房屋，多于室
内中央凿坎为灶），“当灶之上必有为通明及
腾烟用之中霤可知也。”（顾颉刚《史林杂识
初编》第140~145页，中华书局1963年）这
两点旁证，揭示了中霤的形制：室内凿坎
为灶，当其上屋顶上留孔，雨水可以溜入。
中霤存在的作用，一为采光，一为排烟，坎
又可以承接屋顶滴水。“中霤”盖因室屋中
部雨水下滴而得名。 （下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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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1和2为福冈县宝满山经塚出土器物，3为大
分县宇佐市妙乐寺经塚出土器物


